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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认文学上海（代总序）

胡晓明

若干年前，去看施蛰存先生。施公见面即问：“你的博士论文，

做了什么题目？”答曰：“《中国诗学之精神》。”施公随即摇头：“这个

题目太大。”那时，我心里还真有些不以为然。年轻时不敢做，何时

才做？等到这些年多少看了一些近代文学的材料，再回头看看自己

从前那以“中国⋯⋯”为题的文字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寅恪先生自

许平生为“不今不古之学”，且说其常识的意思：因为中古以前的材

料太少，太易于逞新说，而中古以后的材料又太多，不易于深透把

握。寅恪先生是那样兼具谨严精审的眼力与通达大气的史识，做中

古的学问之所以能出绝大成绩，他的性情与学问材料之间有一种恰

当的配合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有人曾以生命的长度与中国文史

材料的程量作一简单比较：先秦两汉，患材料太少；六朝隋唐，稍少；

宋，可能刚好相等；元明，材料或多出一倍；清代，或须几辈子才能消

化材料；近代，又比清代多出不知几倍⋯⋯面对至今仍然尘封于图

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的大量近代文史材料（且不必说近代人已经消

化了的前人材料，亦构成今人掌握的“近代文史材料”之一部分），要

想做近代文学的综合研究、宏大叙事，———咄！你孙悟空再是有天

大本事，也还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来！

因而，当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大康、山林等诸友开始着手《近代

上海文学与文献》的课题时，我们真的只想本本分分地划定上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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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，从编年材料做起，一家一家地查访，一笔一笔地考述、过录，老

老实实地做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工作。我们的想法是，既然我们这几

人皆以文体为专攻，何不从分体文学（即诗学、词学、小说、戏曲、散

文）的角度，齐头并进，大家各自去做一种系年，———以作家作品、文

学现象系时、系地的双重努力，去共同凸显文学上海在近代中国的

真实面目？而近几年来，编年史体裁又成为文学研究更进一步走向

客观实证、文学史撰写回归本土传统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探求。正

如程千帆先生所说：“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，不论

叙事、说理乃至写景、抒情，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；而且又可以通

过时间、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。《左传》，特别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为

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。⋯⋯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

是很不够的”（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》）。处于史料纷繁、著述草创

的近代文学，我们更是在这种学习尝试之中。譬如诗歌、小说、戏

剧、散文各自有其相当不同的特点，如有的内容在某一时期特多，有

的相对来说较少，这就决定了有的时间范围较长，有的则相对较短。

有的文体，其重心在于传媒（如小说、散文），有的则重点在诗友结纳

的作家活动（如诗词），这也决定了系年的编撰不能强求一刀切，须

尊重文体各自的特点。尽管如此，这个课题仍能以空前详尽的材料、

整幅的细致的文体发展过程、丰富复杂的作家交往、作品接受状态，

及丰富多样的文学事件、精神生活细节以及鲜明的时代地域文学的

特征，去网罗散佚、拾遗补阙，完成一件文学学术上的新追求———三

年之后，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以“初编”命名的丛书。①

① 陈大康教授的“近代小说系年”一种，由于先期完成，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
社出版。此外，报刊中的诗词作品，虽然已有《申报篇目索引》等重要工具书，但大量文

艺期刊及大报副刊，其中分体文学篇目索引有待于更进一步大规模的集体科研的努

力。这套丛书暂不涉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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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起来，当我们真正亲手触摸近代上海文学的材料时，竟会

有一种开荒、探险的意味！好比上黄山：戴上旅游帽，跟着前面的

小旗子，走那人流熙攘的大道么？你也可以不这样，你发现竟然可

以有无数的小道，通往人迹罕到的风景，予人以莫名的兴奋！首先

是新材料新问题太多。有朋友说：唐诗宋词，新材料都没有了，新

题目都做完了！有人曾专门撰文指出，在中国小说学的领域里，重

复研究的大量精力，花在寥寥可数的几部名著上，而许多近代小

说，几乎是无人去碰的。在诗学词学的领域里也同样。比如在上

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，诗才之大、诗功之深、诗艺之妙，置之李杜苏

黄前，绝无愧色；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，则有过之。其实他那句

“来做神州袖手人”，完全是愤激之辞，他哪里是不关心国事的自

了汉！而我们的学界，多年来就因为他“不进步”，连他的诗集都

没有人去整理。陈三立同时的诗人词人如沈曾植，这位与文化上

海关系极深、被他的学生王国维誉为集清代学术之大成的老师大

儒、被张尔田称“其诗自是千古”的大诗人，其诗学，钱仲联先生评

为“发千古之秘”，———可是，他的集子《海日楼诗》的注本，据说由

于难度太大，在出版社一放就是十载春秋，七易编辑！① 且不要说

进一步的研究了。近代重要诗人词家，如朱祖谋、夏敬观、况周颐、

陈宝琛、沈瑜庆、李宣龚、黄节、杨钟羲、金天羽、吴庆坻、徐珂、陈曾

寿、冯煦、陈夔龙、瞿鸿? 等人，似乎都没有人去为他们编年谱，有
的甚至连小传、志略、行状等都没有。而近代的诗社、词社，仅上海

一地而言，就有超社、逸社、星社、南社、寒隐诗社、希社、舂音社、沤

社等，此起彼伏，参与之人数、旨趣之歧出、成因之多元，皆为传统

中国所罕有，而深具文学社会学的丰厚意涵。近代的流人文学、报

① 在此编校样到来之前，我幸已收到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寄来的钱仲联教授注
《海日楼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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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、名士文学、遗民文学⋯⋯皆构成极丰富多样的文学“未命

名群落”，仅辛亥之后几年，诗学之美盛，可谓以一地敌一国，足当

陈三立所谓辛亥后“获偿而荷其赐者，独有海滨流人遗老，成就赋

诗数卷耳”。再看上海近代所接纳养育的众多诗人的构成情况，

他们当中有教师、地方官、布衣、青年学子、遗老、艺术家、翰林院的

编修、改革的政治家、巡抚大人、革命党人、和尚、贵公子、同盟会的

干将与出版家、商人等等。其社会成分之复杂纷纭、其作品所体现

人文景观之异彩纷呈，应不亚于六朝、隋唐的文人世界。而小说种

类之繁多（有人统计有圆缘园多种①）、外来刺激之活跃（舶来品如政
治文学、科幻文学、未来文学等不一而足）、传统新变之多样（由士

子而报人艺人文人、由旧文学而新文学外来文学，其中传统资源极

有用，待发之覆甚多），可谓中国小说史上的“文体的狂欢盛事”，

或“作家的战国时代”，———这一切，与研究的现状当然是极不相

称的。

如果再推而论及近代文学所蕴含的思想课题的丰富性，则除

了重视材料的开发之外，不能不承认“范式”的转换所带来的新视

角仍是十分必要的。人们早就发现近现代史学远比近代文学活

跃、有新意、有力量。在我有限的泛读经验中，在原有的反帝反封、

爱国主义之外，有不少新观照点和解释框架都被提出来了，譬如所

谓“秩序危机”（林毓生《近现代中国史上若干重要问题》）、“身体

与灵魂的双重危机”（张灏《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》），所谓

“未完成的现代性”（哈贝马斯一本书的书名，李欧梵《现代性的追

求》）、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（王德威《想像中国的方式》）（后二者是

从哲学中得到借镜），所谓“连续与变异”、“外来的合法性”（柯伟

① 参于润琦：《清末明清小说分类简述》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学术论
文，福州圆园园园援员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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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《认识圆园世纪的中国》）等，并非老病复发又回到那喜谈“中国
⋯⋯”的宏大叙事，也并非总是随哲学、史学之后而没有文学的独

特声音，而是我切近地感知了近代文学所含有的思想富矿，实不忍

再认文学仅是文学而已。尤其是上海，承接几千年人文渊薮的江

南文化的氤氲化育，容受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、南北政经气候之

波诡云谲，面迎欧风美雨呼号拍击、中西文明交汇最新鲜、直接、强

大的冲击与回应，比汉唐文学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，倘若不能观水

观澜，而尽其义、而传其神，岂不可惜、岂不可惜！如果我们不是仅

仅株守一家一门之言，或仅仅削足适履地、以一种貌似学科分工、

实为形式主义的观点，拘执于所谓“文学特性”，而是将文学置于

更大更真实的“上下文”之中，我想近代上海文学在将来的学科发

展中，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比现在更大的贡献。这是我写在

前面的一点感想，至于朝向目标的努力，仍是一步步地走去。

圆园园员年员员月于日就月将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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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词学札论（代前言）

一

简单地说，近代上海词人群落主要由本地词人和流寓词人两

方面构成。而从流寓词人数量演变的角度来看，又呈现出三个明

显的高峰期：员愿远园年前后、员怨园园年前后及员怨员员年之后，这三个高
峰期也自然地构建了近代上海词学的历史进程。

前期（员愿源园—员愿远猿）摇本地词人主要有黄仁、顾夔、张文虎、蒋
敦复、姚椿、雷葆廉、张鸿卓、陈如升、支机、张修府、王庆勋、王清霞

等；流寓词人主要有王润、黎兆勋、赵起、黄燮清、周星誉、沈穆孙、

徐本立、陈元鼎、潘钟瑞、王韬、姚燮、袁祖德、陈钟祥、庄棫、黄文

达、汪承庆、张景祁、汪藻、陈寿祺、李慈铭、潘遵祁、潘观保、刘履

芬、张炳堃、俞樾、劳乃宣、许玉瑑等。从数量上看，流寓词人的比

例不亚于本地词人，且已呈现出逐渐取代本地词人的迹象。不过

在词学活动的展开上，两者皆基本发挥着同等的作用：本地词人有

着较为固定的交游群体，如以黄仁、顾夔、姚椿、张鸿卓等为主体的

松江词人群落，以蒋敦复、陈如升等为主体的宝山词人群落等。同

时，流寓词人或是与本地词人结社唱和，如王润官南汇二尹时与蒋

敦复及邑人顾成顺、李墀等人的结社，袁祖德丞宝山时与蒋敦复等

人有结社之举，姚燮避居沪上时与蒋敦复等人结社唱和等；或是引

起沪上词人交游高潮，如黄燮清至楚就官，路经上海，便与寓居沪

上的词人广泛交游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时期随着沪上地位的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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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越来越多的词人视其为理想的寄居地，词人的活动空间便逐渐

呈现出由周边向沪上靠拢的趋势。譬如蒋敦复就是一个典型的个

案，其始由宝山、松江、南汇终以寓居沪上为归宿；而作为这一时期

上海词坛的代表人物，其行动地点的转移，自然影响了词学重心的

转移。当然，向沪上靠拢，并不一定意味着沪上词坛中心地位的确

立，其实这时期上海仍然属于吴越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区

域。只是这时有了一种力图构建本地区词学的行动和意识，这从

“娄东七子”、“娄东词派”之称及其《沧江乐府》的刊行，到蒋敦复

“自言所作诗词骈体”“海上寓公无能抗乎”（《王韬日记》）等，都

可看出。

中期（员愿远源—员怨园圆）摇本地词人主要有杨葆光、蒋敦复、张文
虎、周保璋、仇炳台、王庆昌、舒昌森、吕景蕙等；流寓词人主要有张

炳堃、黄文瀚、陈元鼎、薛时雨、俞樾、李慈铭、黄文达、杨稚虹、刘熙

载、潘遵祁、齐学裘、冯煦、沈曾植、张景祁、张祖同、张德瀛、袁祖

志、周庆云、高翀、王韬、文廷式、梁鼎芬、郑文焯、胡延、冯? 、况周
颐、程颂万、赵熙、梁启超、冒广生、万钊、麦梦华、王国维、李叔同、

夏敬观、劳乃宣、王鹏运、朱祖谋、张仲炘、陈栩等。由此可见，流寓

词人的优势越加明显，而且与前期比较，流寓词人的性质也有所变

化：不仅一部分人如黄文达、黄文瀚、刘熙载、袁祖志、高翀等已长

期寓居沪上（前期如姚燮、潘钟瑞等只是避乱寄居沪上，时间多则

也只有五年左右，至于王韬虽寓居沪上时间较长，但他至沪上后已

不再填词），而且晚清公认的词学大家已有涉足沪上的记录，因此

上海地区以沪上为词坛核心的格局逐渐形成，一种依赖流寓词人

建构上海词学的特征也逐步形成。不过，与前后期比较，这时期词

人的词学活动更具有一种分散性。就结社活动而言，如以杨稚虹

为代表的在奉贤青村的“诗酒缔约”，曾有《海滨酬唱词》集，但因

为地处东海之滨，除了与在沪上的黄文瀚等人有交游往来外，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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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大；又如以袁祖志“杨柳楼台”为活动据点的沪上雅集，这虽

确实集聚了一批沪上词人，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文人活动地点，而非

仅仅是词学论坛。其实，这种分散性也说明了沪上词学形成过程

中的一种必然现象，即从一种旧有的传统格局和秩序被打破，走向

新秩序的一种过渡现象。

后期（员怨园猿—员怨员怨）摇可谓是近代上海词学的成熟与繁盛阶
段。这种繁盛与成熟不仅表现在词人和词作数量的增多，而且反

映于这时期词人群落成分构成的复杂性：一则在本地词人与流寓

词人之间，后者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，不仅成为这一时期词坛的代

表，而且晚清词坛大家自辛亥革命后或大多成为沪上寓公，如况周

颐、潘飞声、沈曾植等，或频繁活动于沪上，如朱祖谋、郑文焯、王国

维等等。二则不同思想观念的词人云集沪上，革新者如以柳亚子、

陈去病、高旭等人把沪上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园地，守旧者如一批

“晚清遗老”把沪上作为避居地，而且还有一批词人如夏敬观、庞

树柏、高翀等人活跃于二者之间，使得此时沪上词坛不同思想观念

的词人之间有了交流和对话。三则这时期沪上词人大多出现了各

自的创作高峰期，突出者如况周颐、庞树柏、王蕴章、朱祖谋、徐珂

等。四则造成词人云集沪上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社团活

动，其中值得一提的如南社，这虽不是专门的词社，但不仅集聚了

一批词人，而且连续二十馀集的《南社丛刻》中的文、诗、词的编选

体例，对推动这时期的沪上词学可谓意义深远；又如以沪上词坛名

流为核心成员的舂音词社，也对建构上海词学派别起到了鼓动和

引导作用。总之，这时期沪上词学已完全成为上海词学的重心，上

海词学以沪上为核心的格局已经形成；近代上海词学的特征也在

这时期得到完满的呈现；同时，在圆园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这种繁盛势
头依然未减。

至此，流寓沪上词人群落的大或小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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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相关，前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对近代上海词学的发展历程给予

了划分。太平天国运动、庚子之役、辛亥革命等是造成大批词人避

居沪上最为鲜明的社会原因。太平军兴起虽旌旗蔽日，民众也蜂

拥而至，但所到之处却是废墟一片、疮痍满目；尤其是金陵既陷而

为其都，江南民众四处避难，一部分词人便在这种情形下流寓沪

上。此番漂泊，诚如潘观保于 员愿远园年流寓沪上后所填词《浪淘
沙》（倚枕数残更）之小序所言：“遭乱以来，山居半载，九月初为恶

氛所迫，仓卒入太湖、过洞庭、赴沪滨，风雨经旬，转徙甚苦。”如果

说本次流寓沪上的词人多为江南文士，那么庚子之役后流寓沪上

的则多为曾在北方尤其是京师活动的词人。可谓“时带甲天地，

京师士大夫多南还”（钱萼孙《文芸阁先生年谱》），所谓“乱后京

津乐籍大半南渡”［文廷式《念奴娇》（江湖岁晚）之序］等，于是沪

上一时硕彦云集。这种“硕彦云集”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再次得

到发展，对此王国维序《? 村校词图》有言：“近年以来，士大夫流
寓之地，北则天津，南则上海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近代社会内忧外

患的现实让大批词人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，但却繁荣了近代上

海词学；同时也正是大批词人曾云集沪上，甚至一些词学名流寄居

于此，因而我们说近代上海词学是透视近代中国词学的一个窗口。

二

就题画词、咏物词、记人记事及反映近代上海风会等类型的词

作而言，近代上海词学具有较为突出的成就。这是构成近代上海

词学区域特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。

首先，应该说，上海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无疑是此时词作的首

选题材，也是该地区词学在内容上的一大特征。不过，这也是传统

词作及同一时期其他区域词作一贯的特色，受篇幅限制，不作细

析。值得一提的，则是与本地区人文景观密切相关的各类题画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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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题画词是近代上海词学中的一大类型，占有一定的数量，但直

接以该地区人文景观为表现对象的题画词则不是很多，且多为反

映松江风物的前期之作，如顾夔的《忆旧游·题张书巢〈泖湖秋泛

图〉》（认峰腰敛翠）、《满江红·桐君五十初度，倚曲绘图，题曰

〈茸城渔唱〉，辄为继声》（懒挂蒲帆）、姚椿的《摸鱼子·题黄研北

刺史〈松江蟹舍图〉，次改七芗旧韵》（问吾乡）、姚燮的《八声甘州

·徐勤庄〈淞南老屋图〉》（指江城北去是谁家）等。这一特点其实

也反映出某种规律性，不仅因为松江在上海地区是地灵人杰之地，

而且这类以歌咏乡土风物的词作的创作是需要一种恬淡悠然的审

美心态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类词作的创作乃是“审美的审

美”，大多追求的是一种闲适的艺术境界。因此随着近代中国社

会内忧外患的日渐加剧，不仅那种悠然恬淡的心境渐趋丧失，而且

旧有风物也遭到摧残破坏，在审美主客体两个方面皆缺少了孕育

创造此类作品的条件。

另外，与本地区人文景观具有间接关系的是各种“填词图”或

“校词图”的题词。较为突出的如张鸿卓的《藕花香里填词图》，题咏

的词作就有顾夔《寿楼春》（听箫声悠扬）、姚燮《声声慢》（明揩翡

翠）、蒋敦复《一萼红》（渺夫容）、陈如升《买陂塘》（渺烟波）等；又如

《? 村校词图》（有顾西津、吴昌硕两幅），一时名流，题赠殆遍，尤其
以寓居或旅经沪上的词人题词为多，著名的有冯煦的《霜花腴》（嫩

寒虚阁）和况周颐的《还京乐》（坐苍翠）及《清平乐》（词仙去后）等。

就词人而言，沈穆孙所作“填词图”题词最为丰富，如《瑶华慢·题同

叔〈绿梅花下填词图〉》（阑疏补梦）、《摸鱼儿·伯康〈杏花斜月填词

图〉》（碧濛濛）、《高阳台·杨师白敬傅〈眉影填词图〉》（绿晕螺痕）、

《金缕曲·序伯丈属题〈秋雨填词图〉》（已是秋深候）、《洞仙歌·题

朱鹄侯延射〈剪烛填词图〉》（西窗漏静）等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还有

蒋敦复的《月底修箫谱·雷约轩〈通波水阁填词图〉》（芷云深）、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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燮的《青玉案·蒋剑人〈填词图〉》（压栏一树栀华瘦）、张景祁《摸鱼

儿·己未春仲，与高茶庵同赴云间，舟中出〈茶梦庵填词图〉索题》

（记相逢）、况周颐《婆罗门引·题仲可〈纯飞馆填词图〉》（迦陵唤

彻）、庞树柏《长亭怨慢·莼农属题填词图，感事怀人为赋此解》（正

花外）、潘飞声《菩萨蛮·陈其年先生填词图摹本》两首（髯翁风度神

仙似）和（十年梦冷秋江路）、陈匪石《烛影摇红·题莼农填词图》

（寒浸重帘）、朱祖谋《踏莎行·题徐积馀〈小檀栾室勘词图〉》（锦字

香名）等。这类词作或肯定词人的词学成就、解读词人词作的艺术

风格，或描述词人的填词经历、审视词人的填词心境，或暗寓词人的

忧时伤世之感、谱写词人退隐及执著词学的心神⋯⋯而这无不以构

建“填词图”或“校词图”的艺术境界为基准、深得词人情事为精妙，

多有区域人文背景特色，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。同时，如此丰富的

“填词图”题词出现，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近代上海词坛中的“词

人意识”和词人之间的交流意识明显加强，这与整个近代中国词学

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。

其次，咏物词仍然是近代上海词作的一大类型，虽大多还是旧

有的题材，但或旧中有变或为绝新事物。有这么几类值得关注：一

是古物器铭成为此时词人乐于咏唱的对象，如顾夔以《踏莎行》词

调分别咏唱了古琴、古碑、古砚、古镜、古钱、古画、古剑、古瓷等；高

旭、高燮等人分别寄调《虞美人》、《满江红》等咏唱“梁大同瓦”；

舂音词社雅集就曾以“河东君妆镜拓本”、“唐花”、“建安瓦砚”、

“松风琴”、“汤贞愍《香雪草堂图》”等为社课，等等。二是以“樱

花”为代表的新的一类伤春伤别咏物词。如舂音词社第一集就是

以咏“樱花”为主题，社中社外词作多则数十首。而况周颐则有

《餐樱词》一卷，其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咏唱，而且对樱花分门别

类依次咏叹，可谓穷尽樱花故实。三是以新生事物为咏唱对象，这

类词作数量虽不多，但值得一说。如顾夔有《买陂塘·自鸣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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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灿星辰）、《买陂塘·八音盒》（是耶非），胡延有《二郎神·咏电

灯》（珠胞射恰）、《六州歌头·火轮船泛海》（飚轮震响）等。总的

说来，这类词作明显地反映出时代风会对词人创作的影响，更反映

出近代上海词学的某些特征：既有守旧遗老者的忧时伤世、哀婉无

奈的心灵独白，又有求新者的新奇乐观，而更多的则是新旧交织的

复杂情思。通过阅读这类咏物词，不仅能感受其中的形外之神的

艺术趣味，更能读出这代人的社会心理，而有些咏物词也触及到了

中西文化观念的碰撞和融合等敏感性问题，这是对那种始终把词

学视为近代学术中“滞后的顽固物”的观念的一个极好的驳证。

第三，极富近代特色，与时世密切关联，且有上海文化特色的

则是一些记人记事词及反映近代上海风会的词作。总的说来，这

类词作数量也不多，但在连续不断的生成中，却成了近代上海历史

的一个重要的形象载体。就记人词作而言，突出的有陈化成、袁祖

德、宋教仁等。其中，记述陈化成阵亡吴淞炮台的词作有赵起的

《满江红·吊陈化成将军》（白浪掀天）、黄仁《水龙吟·吊陈莲峰

提督化成阵殁吴淞口》（海天独障狂澜）等，而蒋敦复与陈化成的

交往更是近代上海词史不可多得的史料。袁祖德殉难上海令任

上，蒋敦复特写词话一则记之，并作《殉难本末》一篇；其兄弟袁起

作词《满江红·得友伯兄书，惊悉又村弟摄上海令殉匪难，招魂祭

之，时柔吉妹先于金陵殉难》（凶耗惊传）记之。而宋教仁被害沪

上，此后数年沪上词界每有周年纪念活动，词作甚富，著名的有庞

树柏的《桃源忆故人·遁初周忌赋此吊之》（宋园寂寞棠梨雨）、陈

匪石的《桃源忆故人·遁初三周忌日感赋》（青青堤柳窥人眼）、王

蕴章的《桃源忆故人·遁初三周年忌日，匪石赋词追悼，予亦继

声》（三年碧化东门眼）等。这类词作虽是记人，但无不具有个人、

社会之间的情感空间，张扬着令人鼓舞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，这

也是近代中国词学不可多得的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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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事词是近代上海词作的一大内容。其中，主要是通过词人羁

旅漂泊的身世、物是人非的变幻等途径来落实的。比较而言，直接

记述历史大事的词作则相对较少。著名的有赵起的《六州歌头·上

海夷氛尚炽》（惊飚!起）、高翀的《满江红·戊戌政变后作》（独奋
乾纲）、高燮的《念奴娇·闻清五大臣遇刺感赋》（车场如市一声

雷）、王蕴章的《霜叶天·七月二十四日之夕，高昌庙血战剧烈⋯⋯

时客上海嵩山路寓庐》（阵云飞绕哀笳咽）、庞树柏的《惜黄花·黄花

岗纪念日感赋》（荒冈千古）等。阅读此类作品，能直接感受到上海

词人的政治倾向及复杂的心灵世界；就近代中国词作而言，这也是

不可多得的“拈大题目，出大意义”（谢章铤语）的作品。

反映近代上海新风气的词作，也是近代中国词史的重要内容。

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，境外一些生活方式自然流入沪上，这在沪上

词人笔下也多有反映。如胡延《百宜娇·书上海静安寺所见》（电

马飞红画）描绘了“电马飞红画，轮演碧花，底浅深朱户”的都市场

景，庞树柏《西子妆》（茜草随轮）描绘了“西商赛马，鞭丝帽影，游

事甚盛”的场景，况周颐《解蹀躞》（十里珠帘齐卷）记述了观“旅

沪西人执戈者为跳舞烟火之嬉”的感想，傅熊湘《水龙吟》（故乡无

此湖山）抒发了“观爱俪园筹赈游览会”的感想，等等。近代上海

在文化生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“歌楼剧场极盛”，胡延在《凤

凰台上忆吹箫》（燕子身材）一词小序里就有“申江歌楼之盛甲于

吴越”的感慨。这一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近代沪上词学的内容取

向，也左右着一批词人的生活方式，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不仅如

梅兰芳、王凤卿、陆子美等名流在沪上剧场亮相，新旧剧目轮番上

演，而且出现了一批词人票友，如朱祖谋、况周颐、汪文博、庞树柏、

姚锡钧、叶楚伧、柳亚子等；沪上词人不仅直接用词填写观剧感受，

抒发与艺界名角的友情，而且因欣赏趣味不同而出现了评论派别；

更有胜者如朱祖谋、况周颐联袂入座，而况周颐《菊梦词》中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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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首咏梅剧词，别有五十馀调梓为《修梅清课》。如此，一时之盛

可以想见。当然，这其中不乏肤浅应景的俗滥之作，但也确实有一

些融伤时念乱于一己荣辱之中的雅深之作。如况周颐赋梅兰芳所

演《葬花剧》两首《八声甘州》（向天涯丝管已难听）、《西子妆》（蛾

蕊颦深），陈匪石《满江红·观〈落花梦〉，赠优游》（无量恩仇）、

《金菊对芙蓉·观凤卿、兰芳合演〈回荆州〉》（龙雀刀鄻）等。

三

值得介绍还有以蒋敦复《拈花词》、沈曾植《曼陀罗寱词》为代

表的镶嵌佛理的词境，以王庆昌《昔梦词》为代表的运用记事抒情

的词笔，以及可称为近代上海词作总体风貌的“漂泊感”词风。前

两者是由个别词人的贡献而呈现的特殊性，而后者则是因近代上

海词坛词人群落的特殊构成而显现出的一种普遍性。

蒋敦复曾两次出家，其中，前次传有《拈花词》一卷及《绿箫

词》部分词作；沈曾植为一代硕儒，尤精于佛学，其《曼陀罗寱词》

中存有不少究参佛理的作品。作为近代上海词坛前后期的词人代

表，两人的独具特色的词作又构成其璀璨的一页。因篇幅限制，不

再展开论述，兹在比较中撮其异同，析其大概。其实，两人所谓的

融有佛理的词作，皆不能真正成为“方外词”，皆有一种“意在笔

先”的富有预设性的理念，其原因在于蒋敦复所谓“出家”，乃是被

迫而非出于本意或天性；沈曾植更是以入世情怀参出世佛理，也无

真正的方外体验。但蒋敦复毕竟有身处寺庵的切实体会，故其词

有一种整体性的寺庵氛围；沈曾植毕竟深精佛理，故其词虽多停留

在运用佛学故实的层面，却具有洞察世事的力度。就两人此类词

作所追求的词境而言，蒋敦复多有无奈之中的怨苦和孤独，乃是

“情痴绘影”（见顾成顺《西子妆·题〈拈花词〉》（梦醒书空））；沈

曾植多有“华发归来”后的清醒和理趣，清凉之中自逍遥。一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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蔽之，蒋敦复写的是方外生活中的词人之词，沈曾植写的是世俗生

活中的学者之词。

王庆昌《昔梦词》共愿猿首，乃其悼室人黄淑仪之专集。黄淑
仪殁于“光绪丁亥（员愿愿苑年）十一月”，本词集词始作于戊子（员愿愿愿
年）春。该词集不仅以一年之时，为一人而作，而且多记事之什，

突破词史多言情少记事的不足，实属罕见。词人自序词集曾云其

创作方法说：“寒夜孤灯，耿耿不寐。追溯畴昔，恍惚如梦。前尘

影事，一以寄声写之。明知凄戾之响，不无率直，惟一言一事，皆据

当日亲历者陈之，不欲以谬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。”这“不欲

以谬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”的主张不仅具有突破常州词派所

谓“比兴寄托”主张的理论价值，而且通过自己的实绩开启了词史

上的实践意义。兹读其中一首，以窥全豹。其《满江红》云：

摇摇东去沧溟，刚卷起、怒涛如雪。还自讶，军声十万，隔江来截。
极目家山从此远，惊心烽火何时灭。裹呱呱堕地未经旬，愁萦结。

摇摇亲串侣，难中撇。呵护愿，求神烈。向海天空阔，瓣香遥爇。
绣佛长斋今日誓，乘风破浪馀生窃。倚半帆合掌首飞蓬，真闺杰。

关于本词所涉及的“前尘影事”，王庆昌在《亡室黄宜人行述》

里说：“庚申（员愿远园年）粤贼自金陵下窜，东南郡县相继陷。初避兵
青浦乡，继还匿沙泾墓舍。谋返沪上，而重兵顿城下。四方避寇，

至者塞衢巷，讹言日数四至。于时宜人已生，维杰、维泰皆幼，维城

在母已弥月。不得已依所亲南汇之北蔡里，免身而徙崇沙。”以此

对照阅读前词，确实“一言一事，皆据当日亲历者陈之”，率直之中

镶嵌凄厉之音，晓语明句之中深蕴词人浓郁情怀，而融一己情思、

流乱漂泊、伤时念乱等复杂情感于娓娓道来的叙说之中，又拓展了

词作的表现力度和情感空间，极具艺术感染力。诚如陈去病题词

《虞美人》所云“奉倩情空空自悼，鸾笺谱尽伤心稿”，王文濡题诗

所云“历数词家派数殊，梦窗典缛稼轩尘。何如只道家常话，尽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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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流古所无”。

近代上海词人群落成分的构成是形成所谓“漂泊感”词风的

直接原因。从前文分析可知，“流寓词人”是近代上海词坛最为主

要的力量，也最终占据了近代上海词坛的主导地位；即便本地词

人，或因多有漂泊在外的经历，或因多活动于上海各地区之间，动

荡不宁的体验也时有反映。而此种词风的深层原因则根源于近代

中国社会本身的时局维艰、内忧外患的现实。这不仅直接导致了

大批词人过着避乱逃亡的生活，而且在词人心理上烙下了居无定

所、存亡未定以致精神家园失落的深层意识。应该说，这种漂泊感

也是整个近代中国词学史上的普遍现象，但近代上海词坛尤为突

出，其原因与上海在近代的特殊位置有关，使得不同类别的词人、

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会聚沪上。对此王韬在《弢园老民自传》中曾

说：“沪上虽为全吴尽境，而当南北要冲，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，名

流硕彦接迹来游。”而且随着沪上地位的提高，此种万方来客的现

象也愈益突出。

关于词人流寓沪上的原因很多，其中避乱或避祸、避世或退

隐、谋事或谋生等是其中的主要原因。可以说，近代中国社会的每

一次大的动荡，都会导致部分词人流寓，而沪上便是一个理想的选

择地。前文分析近代上海词学发展历程时所列举的流寓词人，其

大部分皆是因避乱或避祸而至沪上的。如果说，避乱或避祸是出

于词人们的被迫选择，那么避世或退隐则是由于词人们的无奈。

应该说，愿园年的近代上海词坛，避居此地的词人大有人在。但前
中期多是本地词人远宦之后的里居，如黄仁、顾夔、杨葆光等，后期

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词学名流便成了沪上“寓公”。当然，

这些“沪上寓公”，起先也因“避乱”，但此后滞留沪上则多因避世

或退隐。如夏孙桐说朱祖谋“辛亥国变后，不问世事，往来湖淞之

间，以遗老终矣”，“海滨避世，赏析之乐，足慰桑榆”。又如赵尊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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